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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异议者高估异议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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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样化观点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然而, 当与他人意见相左时, 人常避免表达自己的观点。本研究(N = 

2, 094)揭示一种全新的预测偏差: 提异议者高估异议接收者的消极反应。研究将被试随机分为提异议者和异议接收

者, 提异议者预测自己提异议后接收者的反应, 接收者报告自己的实际反应。结果表明,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负

性情绪、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价以及与提异议者的负性关系。研究通过测量被试的关注点揭示导致此错误预测的

原因: 提异议者比接收者更多关注提异议伤害接收者自尊, 而非给接收者提供信息价值。提示提异议者更充分地考

虑信息价值可以减轻这种错误预测。本研究拓展了人际交流中的预测偏差研究; 为鼓励谈话双方表达不同意见提

供可行方法, 使人从多样化观点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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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避免人云亦云、提出

不同观点是君子行事之道。研究亦发现, 提出不同

观点可以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 有助于促进反

思、促进高质量决策、激发创造力以及创设宽容的

氛围(De Dreu et al., 2001; Greitemeyer et al., 2009; 

Shin et al., 2012)。因此, 政府机构和各类组织均呼

吁 人 们 在 讨 论 中 各 抒 己 见 、 提 出 多 样 化 观 点

(Morrison, 2014)。然而, 很多时候人们避免表达与

他人相反的观点(Buysse et al., 2000)。例如, 当得知

自己与同事观点相反时, 人们会声称保持中立而不

如实表达观点(Silver & Shaw, 2022)。当自己的观点

和政策冲突时, 员工即使觉得自身意见十分重要也

会保持沉默(Milliken et al., 2003)。 

那么, 人们为何怯于表达相反观点? 重要原因

之一是人们预期被自己反驳者会有消极反应。根据

风险管理模型(risk regulation model), 威胁人际关

系的行为会促使人们考虑对方的反应(Murray et al., 

2006)。如果人们预期对方有消极反应, 就很可能避 

免作出该行为(Afifi & Afifi, 2020; Hart et al., 2021)。

然而, 尽管提异议者的预期将直接影响其后续行为, 

但文献主要关注接收者的实际反应, 忽视提异议者

的预期。现有研究发现接收者可能会负面评价提异

议者 , 认为其认知有缺陷或不道德 (Pronin et al., 

2004; Schroeder et al., 2017), 也可能对提异议者非

常 宽 容 , 甚 至 钦 佩 他 们 (Rabinovich & Morton, 

2010)。而本研究关注提异议者的预期, 探究提异议

者能否准确预测异议接收者的反应。 

1.1  人际交往中的预测偏差 

研究发现, 在谈话和帮助等人际交往中, 人们

常错误预测交往对象的所思所想。 

谈话情境中 , 人们低估谈话对象多喜欢自己

(Boothby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细分交谈内容

可发现, 当谈话主题围绕自己时, 人们高估讲述自

身成功经历时听者多开心(Scopelliti et al., 2015); 

高估说自己朋友众多会让听者多愿意与自己交朋

友(Si et al., 2021); 高估表露自身脆弱之处时听者

多讨厌自己(Bruk et al., 2018); 低估他人多想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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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Kardas et al., 2022)。当谈话主题围绕谈话

对象时, 人们低估向他人表达感激、赞美、安慰、

投 其 所 好 带 给 他 人 的 积 极 感 受 (邱 天  等 , 2023; 

Boothby & Bohns, 2021; Dungan et al., 2022; Kumar 

& Epley, 2018); 高估询问他人敏感问题、批评他

人、向他人传达坏消息后他人的负性反应(Dungan 

& Epley, 2024; Hart et al., 2021; Levine & Cohen, 

2018; Levine et al., 2020)。 

帮助情境中, 求助者低估施助者答应请求的可

能性(Bohns, 2016; Flynn & Lake, 2008); 低估施助

者愿意为帮助自己付出的努力(Newark et al., 2017)。

施助者高估潜在受助者向自己寻求帮助的可能性

(Bohns & Flynn, 2010)、高估拒绝他人请求(Lu et al., 

2023)及好心帮倒忙(尚雪松 等, 2021)后他人的负

性反应。 

本研究关注的提相反观点与现有研究涉及的

谈话情境不同。首先, 如果人们总体而言低估谈话

对象多喜欢自己 (Boothby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 那么无论提相同还是相反观点 , 都会出现

相似的预测偏差。为说明提相反观点具有独特性, 

本研究将以提相同观点作为对照。其次, 现有研究

中谈话主题关乎自己或对方, 而在提相反观点情境

中, 谈话主题则更多针对外界事物。第三, 虽然提

相反观点与现有研究涉及的批评他人都可能引发

人际冲突, 但批评他人时, 人们往往认为对方行事

有误 , 而很多观点无对错之分 , 只涉及偏好(例如

我喜欢读书, 你喜欢旅游)。因此, 现有研究无法回

答提相反观点者能否准确预测接收者的反应。本研

究将着眼于表达相反观点, 揭示全新的预测偏差。 

1.2  提相反观点中的预测偏差 

提相反观点犹如一把双刃剑。从积极面理解, 

挑战接收者已有信念或知识能提供信息价值, 促使

接收者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Golman et al., 2017)。

但 从 消 极 面 理 解 , 它 也 可 能 伤 害 接 收 者 的 自 尊

(Milliken et al., 2003)。 

根 据 享 乐 原 则 (hedonic principle), 人 们 具 有

“趋利”和“避害”两种动机, 渴望寻求积极结果和避

免消极结果(Higgins, 1998)。因此, 接收者既关注别

人提出异议带给自己的自尊伤害, 也关注其提供的

信息价值。然而, 提异议者却因希望避免伤害他人

而比接收者更多关注提异议造成的自尊伤害、更少

关注提异议提供的信息价值。在大多数社会中, 人

们将不伤害他人作为首要的社交准则(Gray et al., 

2012; Schein & Gray, 2018)。关于人际冲突和沟通

策略的研究表明, 人们经常采用回避冲突的沟通策

略(Bruce et al., 2024)以避免引发人际冲突、伤害他

人 。 例 如 员 工 回 避 指 出 自 己 受 到 的 不 公 平 对 待

(Cortina & Magley, 2009), 亲密关系中的双方回避

开 诚 布 公 地 谈 论 令 自 己 不 悦 之 事 (Birditt et al., 

2005)。有时生物甚至为了避免伤害他人牺牲自身

利益。Masserman 等人(1964)发现, 当拉动链条会

伤害其他恒河猴时, 大多数恒河猴不愿拉动链条为

自己获取食物。Joel 等人(2014)发现, 因为担心伤害

他人, 人们宁愿浪费感情和时间与不喜欢的对象约

会, 也不愿拒绝他们。Crockett 等人(2014)发现, 相

比减少给自己的电击, 人们愿意支付更多金钱减少

给他人的电击。因此, 为了避免伤害他人, 提异议

者可能会相比接收者更多关注自身行为对接收者

造成的自尊伤害, 而更少考虑其提供的信息价值。 

此种关注点上的差异会使得提异议者高估接

收者的消极反应。听话者的消极反应往往体现于三

方面: 具有负性感受、负面评价说话者、与说话者

的关系变差(Levine & Schweitzer, 2015; Milliken 

et al., 2003)。 

预测偏差领域的研究发现, 提示人们思考他们

原本未充分考虑的因素能帮助他们更充分地考虑

该因素, 进而减弱其预测偏差。例如, 候选人关注

班门弄斧(在评价者擅长的领域展示能力)会暴露自

身缺点, 却未充分考虑班门弄斧能唤醒评价者的自

豪感, 因此低估班门弄斧所得评价。当提示候选人

思考班门弄斧可能带给评价者的自豪感受时, 此预

测偏差减小(邱天 等, 2023)。按照相同的逻辑, 如

果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是因为他们相

比接收者更关注提异议对接收者造成的自尊伤害, 

但未充分考虑到提异议给接收者提供的信息价值, 

那么促使提异议者更充分地考虑提异议能提供的

信息价值可以减弱乃至消除此预测偏差。 

综上,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效应): 提异议者会高估接收者的消极

反应, 包括高估接收者的负性情绪、对提异议者的

负性评价以及和提异议者的负性关系。 

假设 2 (机制): 产生上述预测偏差的原因是, 

相比接收者, 提异议者更多关注提异议对接收者造

成的自尊伤害, 更少关注提异议给接收者提供的信

息价值。 

假设 3 (干预): 提示提异议者思考提异议提供

给接收者的信息价值可以减弱他们对接收者消极

反应的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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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本研究在效应与机制两方面均有所创新。效应

方面, 如前文所述, 本研究关注提相反观点这一独

特情境, 揭示该情境中的预测偏差。 

机制方面, 现有研究发现人们由于在意自己而

错误预测他人所思所想, 多从自我中心、自我保护

以及自我提升的视角解析预测偏差 (付若冰  等 , 

2025; Epley et al., 2004; Gilovich et al., 2000; Lu 

et al., 2023)。出于自我中心, 人们讲述自身成功经

历时十分自豪, 并以己度人, 错误预测听众也会感

受良好(Scopelliti et al., 2015); 请求帮助时因自身

尴尬而忽视他人拒绝请求时也会感到尴尬, 因此低

估他人答应帮忙的可能性(Bohns, 2016; Flynn & 

Lake, 2008)。为了自我保护, 帮助自己应对潜在负

性后果, 人们有意高估拒绝他人请求后他人报复自

己的可能性(Lu et al., 2023); 为了防御他人伤害自

己 , 人们策略性低估自己给他人留下的积极印象

(Li et al., 2020)。为了提升对自身形象的积极感知, 

人们低估他人拥有的积极特质(Alicke & Govorun, 

2005)、低估他人的积极行为(Blanton et al., 2008)

以及高估他人出现的认知偏差(Pronin et al., 2004)。

与上述研究不同, 本研究揭示的机制以他人为中心, 

提出提异议者因希望避免伤害他人而比接收者更

多关注提异议对接收者造成的自尊伤害、更少关注

提异议为接收者提供的信息价值, 因此高估异议接

收者的消极反应。本研究揭示的机制可以帮助更全

面地理解人们为何错误预测他人所思所想, 人们不

仅会由于在意自己而错误预测他人, 也会由于在意

他人而错误预测他人。 

1.4  研究概览 

我们通过 7 项研究揭示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

消极反应, 探究此预测偏差的机制, 并围绕机制设

计并检验去偏差手段。为揭示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

的消极反应, 我们要求提异议者在表达相反观点之

前或之后预测接收者的反应。生活中, 某些情况下

人们被迫提出相反观点。例如, 人们可能会被要求

先在意见收集阶段写下对某问题的看法, 之后和其

他人一起阅读并讨论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在讨论阶

段, 一些人会发现他们的观点与其他人相反, 需要

预测他人听闻自己的观点后有何反应。此时的预测

可能会影响人们未来多愿意表达相反观点。另一些

情况下 , 人们可自主决定是否表达异议。决定前 , 

人们会预测他人的反应。因此, 我们在研究 1 至 4a

中要求提异议者在表达相反观点后预测接收者的

反应, 在研究 4b 至 6 中则要求他们在表达相反观点

前预测。接收者都会在得知对方的相反观点后报告

自己的反应。 

研究 1 至 4 检验假设 1。在研究 1 和 2 中, 提

异议者在接收者率先表达观点后向其提出相反观

点, 然后预测接收者的反应。接收者则报告自己的

实际反应。结果显示,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反应

有多消极。研究 3 通过加入第三方接收者排除社会

赞许性偏差的竞争假设。研究 4a 和 4b 以提相同观

点作为对照, 发现预测偏差仅在提相反观点时存在。

研究 5 检验假设 2, 测量被试对自尊伤害和信息价

值两种因素的关注程度并检验其在预测偏差中所

起作用。研究 6 检验假设 3, 根据关注点机制设计

去偏差手段并检验其效果。 

研究前我们设定为研究 1 招募 46 对被试, 为其

他研究每个条件招募 100 到 120 名被试。针对各研

究涉及的统计方法 , 这一样本量对于中等效应量

(Cohen’s f = 0.25)均可达到 0.95 的统计效力。所有

研究材料可见(https://osf.io/4c7be/)。 

2  研究 1: 语音交流中的效应 

研究 1 检验假设 1, 考察提异议者是否高估异议

接收者的消极反应。我们安排持相反观点的被试成

对讨论堕胎议题。被试使用语音交流。此任务模拟

生活中人们通过电话、微信语音等讨论问题的情景。 

2.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327 名被试, 调查他们对堕胎的态度(支

持、反对、中立), 并询问选择“支持” (N = 109)和“反

对” (N = 72)的被试是否愿意参与正式研究。最终有

46 对被试参与正式研究, 其中男性 23 人、女性 69

人, 平均年龄为 21.59 岁(SD = 2.54 岁)。支持堕胎

和反对堕胎的被试被随机配对, 每对被试中一人被

随机分配为异议接收者, 另一人则被随机分配为提

异议者。 

2.2  流程 

研究 1 借助“腾讯会议”软件进行。首先, 主试

向被试发送在线调查链接, 让他们写下自己支持或

反对堕胎的原因。然后, 主试邀请一对被试进入在

线会议室。两名被试语音讨论堕胎议题, 期间保持

摄像头关闭。异议接收者需要先表达自己对堕胎的

态度并陈述理由, 提异议者需要先听取接收者的观

点, 然后陈述自己对堕胎的态度以及相应理由。由

于我们事先将持相反观点的被试两两匹配, 所以提

异议者表达的观点总是与接收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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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 主试向被试发送测量因变量的调查链

接。异议接收者报告另一名被试的话语使自己的情

绪、自己对另一名被试的评价以及自己和另一名被

试的关系如何变化(−5 = 变差, 5 = 变好)。1提异议

者预测他们向另一名被试提出相反观点后对方在

这三方面的反应(“我的话语会使另一名被试的情绪

如何变化” “我的话语会使另一名被试对我的评价

如何变化” “我的话语会使另一名被试和我的关系

如何变化”; −5 = 变差, 5 = 变好)。最后, 被试报告

年龄和性别。 

2.3  结果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考察提异议者预期

中接收者的反应和接收者的实际反应之间是否存

在差异。如图 1 所示, 将被试的年龄、性别以及异

议接收者的观点(支持还是反对堕胎)作为协变量控

制之后,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负面情绪(M 异议接收者 = 

−0.11, SD = 2.34; M 提异议者 = −0.76, SD = 1.70; F(1, 

40) = 11.63, p = 0.001, η2
p = 0.23, 95% CI [0.04, 0.42]), 

对提异议者的负面评价(M 异议接收者 = 0.89, SD = 2.38; 

M 提异议者 = −0.28, SD = 1.64; F(1, 40) = 8.16, p = 

0.007, η2
p = 0.17, 95% CI [0.01, 0.36])以及双方的负

性关系(M 异议接收者 = 0.26, SD = 2.08; M 提异议者 = −0.50, 

SD = 1.60; F(1, 40) = 5.81, p = 0.021, η2
p = 0.13, 95% 

CI [0.00, 0.32])。总体而言, 结果表明提异议者高估

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图 1  角色对异议接收者反应变化的影响(研究 1) 
 

2.4  讨论 

研究 1 在语音交流情境揭示提异议者高估接收

者的消极反应, 模拟生活中人们使用语音交流讨论

                       

1 因变量为接收者的情绪、对提异议者的评价以及双方关系的

变化值而非绝对值, 其原因为：首先, 本研究旨在理解提异议

行为对接收者反应的预期以及实际影响。接收者情绪、评价以

及双方关系的绝对值可能取决于很多因素, 而提异议带来的变

化值可以更直接地反映提异议的影响。其次, 即使不考虑提异

议的影响, 人们可能已经错误预测他人的情绪、评价以及双方

关系的绝对水平, 衡量变化值可减轻这种混淆因素的影响。 

问题的情景。这种实验设计的外部效度较高而实验

控制相对较弱, 例如我们无法控制被试交流中的语

音语调等, 被试可能会根据对方的语音语调等信息

推测对方的情绪, 影响研究结果。所以, 研究 2 中, 

我们通过多种手段尽可能更好地控制实验环境。一

方面, 要求被试通过文字信息交流, 如此可尽量排

除语音语调等影响, 同时可模拟生活中人们通过短

信和电子邮件等讨论问题的情景。另一方面, 我们

让实验助手反驳被试或者接收被试的反驳, 实验助

手经严格训练, 能较一致地与每位被试互动。此外, 

我们更换被试讨论的议题, 以检验预测偏差是否稳

定存在。 

3  研究 2: 文字交流中的效应 

研究 2 中, 我们安排被试通过文字聊天讨论大

学生暑假活动议题, 以此检验研究 1 中发现的预测

偏差是否稳定。 

3.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202 名大学生被试, 其中男性 72 人、女性

130 人, 平均年龄为 22.27 岁(SD = 2.45 岁)。采用单

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角色, 分为异议接收者

和提异议者。 

3.2  流程 

研究 2 借助“腾讯会议”软件进行。被试进入在

线会议室, 将自己的参会名称改为被试编号(如编

号 7A), 关闭摄像头和麦克风, 在会议室的聊天框

中打字和其他人交流。首先, 主试发送在线观点调

查问卷给被试, 调查他们认为暑假参与实习还是社

会实践对大二学生更有益。选择暑假参与实习更有

益的被试会看到 6 个支持这一观点的陈述并从中选

择 4 个他们认为实习更有益的最重要原因。而选择

暑假参与社会实践更有益的被试会看到 6 个支持这

一观点的陈述并从中选择 4 个他们认为社会实践更

有益的最重要原因。之后, 主试依据被试在观点调

查问卷中的回答发给每名被试他们的观点文本(包

括被试认为实习还是社会实践对大二学生更有益

以及 4 个他们持有该观点的原因, 如“我认为暑假

参与实习对大二学生更有益。第一, 实习有利于大

学生之后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 第二, 通过实习赚

取生活费用, 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第三, 实

习经历使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第四, 

实习可以锻炼大学生在岗位上的实际工作能力。”)。 

然后, 被试进入另一个在线会议室讨论暑假参

与实习还是社会实践对大二学生更有益。在异议接



第 8 期 陈宇琦 等: 提异议者高估异议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1441 

 

收者条件中, 被试需要率先在聊天框发送自己的观

点文本。一名假被试在聊天框发表相反观点。如果

被试认为社会实践更有益, 假被试则回应实习更有

益。在提异议者条件中, 假被试先在聊天框发表和

被试相反的观点。如果被试认为社会实践更有益, 

假被试会率先发表实习更有益的观点。然后, 真被

试再发表自己的观点。由此, 异议接收者会认为另

一名被试反驳了自己, 而提异议者则会认为自己反

驳了另一名被试。 

然后, 主试发给被试测量因变量的调查链接。

异议接收者报告另一名被试的话语使自己的情绪、

自己对另一名被试的评价以及自己和另一名被试

的关系如何变化(−5 = 变差, 5 = 变好)。提异议者

预测他们向另一名被试提出相反观点后, 对方在这

三方面的反应(−5 = 变差, 5 = 变好)。之后, 被试报

告年龄和性别。实验结束后, 主试询问被试是否对

实验过程有疑问。6 名被试怀疑与自己聊天的不是

真被试。后续结果分析中, 我们排除了这 6 名被试。

将这些被试纳入分析不改变主要研究结果。最后, 

主试告知所有被试和他们聊天的是实验助手。 

3.3  结果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考察提异议者预期

中接收者的反应和接收者的实际反应之间是否存

在差异。如图 2 所示, 将被试的年龄、性别以及异

议接收者的观点(认为实习还是社会实践更有益)作

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负性情

绪(M 异议接收者 = −0.59, SD = 1.42; M 提异议者 = −1.15, 

SD = 1.46; F(1, 197) = 7.02, p = 0.009, η2
p = 0.03, 95% 

CI [0.01, 0.10])、对提异议者的负面评价(M 异议接收者 = 

−0.26, SD = 1.71; M 提异议者 = −1.00, SD = 1.57; F(1, 

197) = 9.95, p = 0.002, η2
p = 0.05, 95% CI [0.01, 0.12])

以及双方的负性关系(M 异议接收者 = −0.65, SD = 1.71; 

M 提异议者 = −1.23, SD = 1.47; F(1, 197) = 6.34, p = 

0.013, η2
p = 0.03, 95% CI [0.00, 0.09])。此结果表明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图 2  不同角色报告的异议接收者的反应变化(研究 2) 

3.4  讨论 

研究 2 要求被试通过文字交流以更好地控制实

验环境, 且更换了讨论话题, 发现研究 1 揭示的预

测偏差仍然稳定存在。研究 1 和研究 2 的结果支持

假设 1, 揭示了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4  研究 3: 排除社会赞许性偏差 

社会赞许性偏差可能是研究 1 和 2 中预测偏差

产生的原因。提异议者可能准确预测接收者的消极

反应, 但是接收者为了显示自己很宽容隐藏自己的

消极反应。研究 3 通过设置第三方异议接收者条件

排除该竞争假设, 这是预测偏差领域用于排除社会

赞许性偏差的常用方法(Lu et al., 2023; Savitsky et al., 

2001)。具体而言, 第三方异议接收者想象自己和另

一个人表达了相同观点, 而提异议者反驳了他们。

第三方报告自己认为另一个人被反驳后会如何反

应。第三方和另一名异议接收者拥有相同被反驳的

体验, 但是第三方报告另一名异议接收者的反应时, 

无需展示自己很宽容。因此, 如果相比第三方, 提

异议者对异议接收者的反应的预测更加消极, 则可

以排除社会赞许性的竞争假设。 

4.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360 名被试, 其中男性 180 人、女性 180

人, 平均年龄为 29.56 岁(SD = 5.50 岁)。采用单因

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角色, 分为异议接收者、

提异议者和第三方。 

4.2  流程 

研究借助线上问卷平台进行。被试阅读情境, 

想象自己和同事在办公室讨论读书还是旅行更有

益。异议接收者和第三方想象自己和同事小王都表

达了旅游更有益的观点。然后, 另一名同事小李提

出了相反观点, 认为读书更有益。提异议者想象同

事小王和小李表达了旅游更有益的观点, 然后自己

提出了相反观点, 认为读书更有益。 

然后, 异议接收者报告自己的反应, 具体测量

条目为: “小李的话语使我的情绪如何变化” “小李

的话语使我对小李的评价如何变化” “小李的话语

使我和小李的关系如何变化” (−5 = 变差, 5 = 变

好)。提异议者预测同事小王的反应, 具体测量条目

为: “我的话语会使小王的情绪如何变化” “我的话

语会使小王对我的评价如何变化” “我的话语会使

小王和我的关系如何变化” (−5 = 变差, 5 = 变好)。

第三方报告自己认为小王会有何反应, 具体测量条

目为: “小李的话语会使小王的情绪如何变化”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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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话语会使小王对小李的评价如何变化” “小李

的话语会使小王和小李的关系如何变化” (−5 = 变

差, 5 = 变好)。最后, 被试报告年龄和性别。 

4.3  结果 

情绪方面,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将被试的年

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角色的主效应显著, 

F(2, 355) = 14.03, p < 0.001, η2
p = 0.07, 95% CI [0.03, 

0.13]。事后比较显示(图 3),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

负性情绪(M 异议接收者 = −0.80, SD = 2.10; M 提异议者 = 

−2.21, SD = 2.03; MD = −1.41, p < 0.001)。另外, 接

收者的情绪比第三方的预测更加积极 (M 第 三 方  = 

−1.54, SD = 2.22; MD = 0.74, p = 0.007), 说明接收

者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影响。更重要的是, 相比第

三方, 提异议者预期接收者的情绪更负性, MD = 

−0.67, p = 0.015。 
 

 
 

图 3  不同角色报告的异议接收者的反应变化(研究 3) 
 

评价方面,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将被试的年

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角色的主效应显著, 

F(2, 355) = 9.65, p < 0.001, η2
p = 0.05, 95% CI [0.01, 

0.10]。事后比较显示(图 3),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对

他的负性评价(M 异议接收者 = −0.53, SD = 2.25; M 提异议者 = 

−1.83, SD = 2.14; MD = −1.29, p < 0.001)。另外, 接

收者对提异议者的评价比第三方的预测更加积极

(M 第三方 = −1.36, SD = 2.53; MD = 0.83, p = 0.006), 

说明接收者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影响。更重要的是, 

相比第三方, 提异议者预期接收者对自己的评价更

负性, MD = −0.47, p = 0.118。该结果虽未显著, 但

在趋势上符合假设。 

关系方面,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将被试的年

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角色的主效应显著, 

F(2, 355) = 11.51, p < 0.001, η2
p = 0.06, 95% CI [0.02, 

0.11]。事后比较显示(图 4), 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和

自己的负性关系(M 异议接收者 = −0.33, SD = 2.04; M 提异

议者 = −1.63, SD = 2.04; MD = −1.30, p < 0.001)。另

外, 接收者报告自己和提异议者的关系比第三方的

预测更加积极(M 第三方 = −0.93, SD = 2.34; MD = 

0.60, p = 0.031), 说明接收者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

影响。更重要的是, 相比第三方, 提异议者预期接

收者和自己的关系更负性, MD = −0.70, p = 0.012。 

4.4  讨论 

在研究 3 中, 第三方和异议接收者拥有相同被

反驳的体验, 但是第三方报告自己认为异议接收者

会有何反应时 , 无需展示自己很宽容。结果显示 , 

相比第三方, 提异议者预期接收者的反应更消极。

这说明, 当排除社会赞许偏差的影响后, 提异议者

仍然高估异议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由此支持假设 1。 

5  研究 4a: 事后预测中效应的独特性 

研究 4a 旨在检验研究 1 至 3 发现的预测偏差是

否仅在提相反观点时存在。研究 4a 加入提相同观

点条件作为对照, 以揭示提相反观点的独特性。研

究 4a 在 OSF 平台进行了预注册(https://osf. io/gh36f)。 

5.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400 名被试, 其中男性 205 人、女性 195

人, 平均年龄为 29.49 岁(SD = 7.46 岁)。采用 2 (角色: 

观点接收者/观点表达者) × 2 (观点: 相反观点/相同

观点)完全被试间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入 4 个条件。 

5.2  流程 

研究借助线上问卷平台进行。被试阅读情境, 

想象自己和同事讨论高三学生填报大学志愿时应

优先选择就业前景好还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观点

接收者想象自己先就此事表达态度, 同事小王随之

提出相反或者相同观点。观点表达者想象同事小王

先就此事表达了态度, 自己随之提出相反或者相同

观点。我们平衡了观点接收者所表达的态度, 一半

接收者认为高三学生应选就业前景好的专业, 另一

半认为应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然后, 观点接收者报告小王提出观点后自己有

何反应, 具体测量条目为: “小王的话语使我的情绪

如何变化” “小王的话语使我对小王的评价如何变

化” “小王的话语使我和小王的关系如何变化” (−5 = 

变差, 5 = 变好)。观点表达者预测自己提出观点后小

王有何反应, 具体测量条目为: “我的话语会使小王

的情绪如何变化” “我的话语会使小王对我的评价如

何变化” “我的话语会使小王和我的关系如何变化” 

(−5 = 变差, 5 = 变好)。最后, 被试报告年龄和性别。 

5.3  结果 

如图 4 所示, 当因变量分别是情绪、评价和关

系时, 2 (角色: 观点接收者/观点表达者) × 2 (观点: 

相反观点 /相同观点 )方差分析显示 : 将被试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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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别以及异议接收者的观点(认为高三学生应

选就业前景好还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作为协变量

控制之后, 角色和观点间的交互作用均显著(F1(1, 

393) = 5.11, p1 = 0.024, η2
p1 = 0.01, 95% CI1 [0.00, 

0.04]; F2(1, 393) = 14.79, p2 < 0.001, η2
p2 = 0.04, 95% 

CI1 [0.01, 0.08]; F3(1, 393) = 15.53, p3 < 0.001, η2
p3 = 

0.04, 95% CI3 [0.01, 0.08])。 
 

 
 

图 4  角色和观点对观点接收者反应变化的影响(研究 4a)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当提出相反观点时, 观点

表达者高估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观 点 接收 者 = −0.84, 

SD = 1.82; M 观点表达者 = −1.46, SD = 2.03; F(1, 393) = 

6.88, p = 0.009, η2
p = 0.02, 95% CI [0.00, 0.05])、对观

点表达者的负性评价(M 观点接收者 = −0.05, SD = 1.88; 

M 观点表达者 = −1.09, SD = 1.78; F(1, 393) = 21.25, p < 

0.001, η2
p = 0.05, 95% CI [0.02, 0.10])以及双方的负

性关系(M 观点接收者 = 0.05, SD = 1.97; M 观点表达者 = −1.05, 

SD = 2.01; F(1, 393) = 22.21, p < 0.001, η2
p = 0.05, 

95% CI [0.02, 0.10])。而当提出相同观点时, 观点表

达者能够准确预测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观 点 接 收 者 = 

3.61, SD = 1.35; M 观点表达者 = 3.75, SD = 1.33; F(1, 

393) = 0.33, p = 0.567, η2
p < 0.01)、对观点表达者的

负性评价(M 观点接收者 = 3.51, SD = 1.38; M 观点表达者 = 

3.69, SD = 1.31; F(1, 393) = 0.69, p = 0.406, η2
p < 

0.01)以及双方的负性关系(M 观点接收者 = 3.31, SD = 

1.42; M 观点表达者 = 3.49, SD = 1.22; F(1, 393) = 0.74, 

p = 0.389)。 

5.4  讨论 

研究 4a 加入提相同观点条件作为对照, 发现

研究 1 至 3 揭示的预测偏差具有独特性: 提相反观

点时人们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但在提相同观点

时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接收者的反应。 

6  研究 4b: 事前预测中效应的独特性 

研究 4b 换用其他情境重复检验研究 4a 的结

果。另外, 在研究 1 至 4a 中, 提异议者在提出相反

观点之后预测接收者的反应。按照我们的推论, 即

使在提相反观点之前, 提异议者也会高估提出相反

观点后接收者的消极反应。探究这一时间点上的预

测偏差颇具价值, 因为它可能阻碍人们提出相反观

点。因此, 研究 4b 检验这种预测偏差。 

6.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400 名被试, 其中男性 151 人、女性 249

人, 平均年龄为 29.97 岁(SD = 6.91 岁)。采用 2 (角

色: 观点接收者/观点表达者) × 2 (观点: 相反观点/

相同观点)完全被试间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入 4 个

条件。 

6.2  流程 

研究借助线上问卷平台进行。被试阅读情境, 

想象自己和同事小王单独讨论对堕胎的态度。观点

接收者想象自己表达了对于堕胎的态度, 然后报告

如果小王随之提出相反或者相同观点, 自己会有何

反应。具体而言, 观点接收者需要报告自己的情绪、

对小王的评价以及双方的关系(−5 = 变差, 5 = 变

好)。观点表达者想象同事小王率先表达了对于堕

胎的态度, 然后预测如果自己提出相反或者相同的

观点, 小王会有何反应(−5 = 变差, 5 = 变好)。 

我们平衡了观点接收者的观点, 一半接收者支

持堕胎, 另一半反对堕胎。最后, 被试报告年龄和

性别。 

6.3  结果 

如图 5 所示, 当因变量分别是情绪、评价和关

系时, 2 (角色: 观点接收者/观点表达者) × 2 (观点: 

相反观点 /相同观点 )方差分析显示 : 将被试的年

龄、性别以及异议接收者的观点(支持还是反对堕

胎)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角色和观点间的交互作

用均显著(F1(1, 393) = 20.54, p1 < 0.001, η2
p1 = 0.05, 

95% CI1 [0.02, 0.10]; F2(1, 393) = 4.57, p2 = 0.033, 

η2
p2 = 0.01, 95% CI2 [0.00, 0.04]; F3(1, 393) = 7.00, p3 

= 0.008, η2
p3 = 0.02, 95% CI3 [0.00, 0.05])。 

 

 
 

图 5  角色和观点对观点接收者反应变化的影响(研究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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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当提出相反观点时, 观点

表达者高估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观 点 接收 者 = −1.26, 

SD = 1.81; M 观点表达者 = −2.38, SD = 1.62; F(1, 393) = 

24.65, p < 0.001, η2
p = 0.06, 95% CI [0.02, 0.11])、对

观点表达者的负性评价(M 观 点 接 收 者 = −1.22, SD = 

2.28; M 观点表达者 = −2.10, SD = 1.73; F(1, 393) = 12.86, 

p < 0.001, η2
p = 0.03, 95% CI [0.01, 0.07])以及双方

的负性关系(M 观点接收者 = −1.12, SD = 1.93; M 观点表达者 

= −1.81, SD = 1.77; F(1, 393) = 9.99, p = 0.002, η2
p = 

0.03, 95% CI [0.00, 0.06])。而当提出相同观点时, 

观点表达者准确预测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观点接收者 = 

2.88, SD =1.51; M 观点 表 达者 = 3.19, SD = 1.23; F(1, 

393) = 2.09, p = 0.169)、对观点表达者的负性评价

(M 观点接收者 = 3.60, SD = 1.24; M 观点表达者 = 3.47, SD = 

1.31; F(1, 393) = 0.30, p = 0.582)以及双方的负性关

系(M 观点接收者 = 3.26, SD = 1.29; M 观点表达者 = 3.40, SD = 

1.33; F(1, 396) = 0.34, p = 0.559)。 

6.4  讨论 

研究 4b 重复了研究 4a 的结果, 再次说明本研

究发现的预测偏差仅在提相反观点情境中存在, 而

非在提任意观点时都存在。另外, 研究 4a 探究了事

前预测中的预测偏差, 发现即使在提相反观点之前, 

提异议者也会高估提出相反观点后接收者的消极

反应。 

研究 1 至 4 支持假设 1, 揭示提相反观点情境

中的预测偏差, 发现其在语音交流和文字交流情境

中、在讨论不同话题时、在提相反观点之前和之后

均稳定存在。 

7  研究 5: 关注点机制 

研究 5 检验假设 2, 通过测量被试有多关注提

异议对接收者造成的自尊伤害与给接收者提供的

信息价值并检验两种关注点在预测偏差中起到的

作用来检验预测偏差的关注点机制。根据我们的推

论, 提异议者会比接收者更多关注提异议对接收者

造成的自尊伤害、更少关注提异议提供给接收者的

信息价值, 这种关注点上的差异使得提异议者高估

接收者的消极反应。和研究 4b 类似, 本研究中提异

议者在提观点之前预测异议接收者的反应。 

7.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240 名被试, 其中男性 64 人、女性 176

人, 平均年龄为 30.40 岁(SD = 8.10 岁)。采用单因

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角色, 分为异议接收者和

提异议者。 

7.2  流程 

研究借助线上问卷平台进行。被试阅读情境, 

想象自己和同事小王讨论对安乐死的态度。异议接

收者想象自己表达了反对安乐死的观点并陈述了

原因 , 然后报告如果同事小王随之提出相反观点 , 

自己的情绪、对小王的评价以及双方的关系会如何

变化(−5 = 变差, 5 = 变好)。提异议者想象同事小

王率先表达了反对安乐死的观点并陈述原因, 然后

预测如果自己随之提出相反观点, 小王会有何反应

(−5 = 变差, 5 = 变好)。 

然后 , 异议接收者报告自己在作上述判断时 , 

多大程度考虑小王的话语会伤害自己的自尊以及

多大程度考虑小王的话语会促使自己从不同的角

度理解问题(0 = 很少考虑, 10 = 一直考虑)。提异议

者报告自己在作上述预测时, 多大程度考虑自己的

话语会伤害小王的自尊以及多大程度考虑自己的

话语会促使小王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问题(0 = 很少考

虑, 10 = 一直考虑)。2最后, 被试报告年龄和性别。 

7.3  结果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考察预测偏差是否

存在。如图 6 所示, 将被试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

量控制之后, 提异议者高估异议接收者的负性情绪

(M 异议接收者 = −0.22, SD = 2.31; M 提异议者 = −2.51, SD = 

1.67; F(1, 236) = 78.33, p < 0.001, η2
p = 0.25, 95% CI 

[0.16, 0.34])、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价(M 异议接收者 = 

0.55, SD = 2.57; M 提异议者 = −1.83, SD = 1.78; F(1, 

236) = 71.59, p < 0.001, η2
p = 0.23, 95% CI [0.14, 

0.32])以及双方的负性关系(M 异议接收者 = 0.23, SD = 

2.20; M 提异议者 = −1.81, SD = 1.73; F(1, 236) = 64.80, 

p < 0.001, η2
p = 0.22, 95% CI [0.13, 0.30])。该结果再

次揭示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图 6  不同角色报告的异议接收者的反应变化(研究 5) 

                       

2 根据预测偏差领域研究的惯常做法(Chen et al., 2024; Givi & 

Kirk, 2024; Liu & Min, 2020), 我们特意在被试预测和评价之后

让其报告关注点, 目的是避免提醒被试想到他们原本未关注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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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考察提异议者和接

收者对自尊伤害和信息价值的关注程度是否存在

差异。将被试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提异议者(M = 5.47, SD = 2.07)相比接收者(M = 

4.13, SD = 2.58)更多关注提异议会伤害接收者的自

尊, F(1, 236) = 20.60, p < 0.001, η2
p = 0.08, 95% CI 

[0.03, 0.15]。提异议者(M = 5.77, SD = 2.14)相比接

收者(M = 6.78, SD = 2.13)更少关注提异议会促使

接收者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 F(1, 236) = 14.43, p < 

0.001, η2
p = 0.06, 95% CI [0.01, 0.12]。 

平行中介分析(模型 4; 5000 次 Bootstrap 抽样和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 当因变量分别为情绪、评

价和关系时, 自尊伤害和信息价值两种关注点的中

介效应均显著(见图 7)。将被试的年龄和性别作为

协变量控制不改变上述中介分析的结果。 

7.4  讨论 

研究 5 的结果说明相比异议接收者, 潜在的提

异议者更多关注提相反观点会伤害接收者的自尊

但更少关注提相反观点会提供给接收者信息价值, 

即促使接收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种关注点

上的差异使得提异议者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在

研究 6 中, 我们根据关注点机制设计了一种去偏差

方案并检验其是否有效, 由此进一步检验预测偏差

的关注点机制。 

8  研究 6: 去偏差手段 

研究 6 检验假设 3。根据关注点机制, 提异议

者之所以高估异议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是因为他们

相比接收者更多关注提异议对接收者造成自尊伤

害而非给接收者提供信息价值。那么, 提示提异议

者考虑提异议给接收者提供的信息价值可以减弱

此预测偏差。另外, 研究 6 加入了提示仔细思考组, 

用以说明提示被试思考信息价值相比单纯提示被

试仔细思考有独特的减弱预测偏差的作用。研究 6

在 AsPredicted 平台进行了预注册(https://aspredicted. 

org/4sg2-b7sj.pdf)。 

8.1  被试与设计 

招募 400 名被试, 其中男性 106 人、女性 294

人, 平均年龄为 30.62 岁(SD = 7.81 岁)。被试被随

机分入异议接收者、提异议者−控制、提异议者− 

 

 
 

图 7  自尊伤害和信息价值关注点的中介效应(研究 5) 
注: 图中系数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示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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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仔细思考和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 4 个组别

之一。 

8.2  流程 

研究借助线上问卷平台进行。被试阅读与研究

5 相同的情境。然后, 接收者报告自己的反应, 控制

组的提异议者直接预测接收者的反应(−5 = 变差, 

5 = 变好)。提示仔细思考组的提异议者在预测之前

被提示要仔细思考, 提示信息价值组的提异议者在

预测之前被提示考虑自己的话语多大程度会促使

接收者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阅读完提示之后, 这

两组的提异议者预测接收者的反应(−5 = 变差, 5 = 

变好)。测量条目和研究 5 中使用的条目相同。最

后, 被试报告年龄和性别。 

8.3  结果 

如图 8 所示,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将被

试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控制之后, 当因变量是

情绪、评价和关系时, 组别的主效应都显著(F1(3, 

394) = 27.02, p1 < 0.001, η2
p1 = 0.17, 95% CI1 [0.10, 

0.23]; F2(3, 394) = 28.64, p2 < 0.001, η2
p2 = 0.18, 95% 

CI2 [0.11, 0.24]; F3(3, 394) = 13.99, p3 < 0.001, η2
p3 = 

0.10, 95% CI3 [0.04, 0.1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提

异议者−控制组被试高估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异议接

收者 = −0.81, SD = 2.09; M 提异议者-控制 = −2.84, SD = 

1.28; MD = −2.03, p < 0.001)、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

价(M 异议接收者 = 0.14, SD = 2.19; M 提异议者-控制 = −2.11, 

SD = 1.51; MD = −2.25, p < 0.001)以及双方关系(M

异议接收者 = −0.35, SD = 1.96; M 提异议者-控制 = −1.86, SD = 

1.61; MD = −1.51, p < 0.001)。此结果重复了之前实

验中的预测偏差。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组被试

对接收者的负性情绪(M 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 = −1.57, SD 

= 1.99; MD = 1.27, p < 0.001)、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

价(M 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 = −0.97, SD = 2.20; MD = 1.14, p 

< 0.001)以及双方关系(M 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 = −1.05, SD = 

2.08; MD = 0.81, p = 0.002)的预测均显著比提异议

者−控制组被试的预测更加积极。此结果支持 H3, 

说明提示提异议者考虑提异议行为提供给接收者 
 

 
 

图 8  组别对异议接收者反应变化的影响(研究 6) 

的信息价值可以减弱提异议者对接收者消极反应

的高估。 

另外 , 提异议者−提示信息价值组被试对接

收者的负性情绪(M 提 异 议 者 -提 示 仔 细 思 考  = −2.43, SD = 

1.49; MD = 0.86, p = 0.001)、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

价(M 提异议者-提示仔细思考= −1.89, SD = 1.65; MD = 0.92, 

p = 0.001)以及双方关系(M 提异议者-提示仔细思考 = −1.65, 

SD = 1.59; MD = 0.60, p = 0.020)的预测均显著比提

异议者−提示仔细思考组被试的预测更加积极。此

结果说明提示提异议者考虑提异议行为提供给接

收者的信息价值相比单纯提示提异议者仔细思考

更能减弱提异议者对接收者负性反应的高估。 

8.4  讨论 

研究 6 为提相反观点中的预测偏差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去偏差方案, 发现提示提异议者关注提相反

观点可能提供给接收者的信息价值后, 提异议者能

更加准确地预测接收者的反应。另外, 提示提异议

者关注信息价值的去偏差效果好于单纯提示提异

议者仔细思考。此结果支持关注点机制。 

9  总讨论 

虽然表达多样观点对提升决策质量至关重要, 

但是人们总怯于提出和他人不同的观点。本研究揭

示人们高估提相反观点带来的人际代价: 提异议者

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9.1  预测偏差的稳健性 

本研究通过 7 项研究在不同情境中探究提相反

观点的预测偏差, 涉及不同的沟通方式(线上语音

沟通、线上文字沟通和当面沟通)、不同话题(堕胎、

大学生暑假安排、个人兴趣、专业选择和安乐死合

法化)以及不同时间点(提相反观点之前和之后)。我

们借助单文章元分析检验本研究在三个因变量上

所发现的预测偏差的稳健性。关于提异议者对于接

收者的负性情绪、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价以及双方

的负性关系的高估, 各研究合并后的效应量分别为

Hedge’s g1 = −0.72, 95% CI1 [−1.01, −0.44], Z1 = 

−5.00, p1 < 0.001; Hedge’s g2 = −0.70, 95% CI2 

[−0.93, −0.47], Z2 = −5.90, p2 < 0.001; Hedge’s g3 = 

−0.64, 95% CI3 [−0.85, −0.42], Z3 = −5.88, p3 < 

0.001。此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提异议者高估了接收者

的负性情绪、对提异议者的负性评价以及双方的负

性关系。另外, 提异议者对接收者这些消极反应的

高估位于中等效应量和大效应量之间, 说明此预测

偏差较大, 亟需干预。上述结果说明本研究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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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偏差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9.2  预测偏差的独特性 

研究 4a 和 4b 揭示提相反观点的预测偏差具有

独特性: 提相反观点时人们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但在提相同观点时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接收者的

反应。 

此结果深化了对负性偏差的理解。负性偏差指

人们对负性信息比对正性信息更敏感(Baumeister 

et al., 2001)。本研究将这种倾向拓展到了人际预测

偏差领域。该领域研究发现人们在冲突沟通(Hart 

et al., 2021; Levine & Cohen, 2018; Lu et al., 2023)

以及非冲突沟通(Boothby & Bohns, 2021; Kumar & 

Epley, 2018; Kardas et al., 2022)中都会错误预测沟

通对象的反应。本研究发现冲突沟通(例如提相反

观点)中的预测偏差强于非冲突沟通(例如提相同观

点)中的预测偏差。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究预测偏

差的这种正负不对称性, 在其他人际交往领域中对

比冲突情境中的预测偏差和对应非冲突情境中的

预测偏差。 

9.3  预测偏差的机制 

本研究揭示提相反观点的预测偏差产生的原

因: 提异议者相比接收者更加关注提相反观点伤害

接收者自尊而非为接收者提供信息价值。本研究为

此机制提供了两方面证据: 第一, 我们测量了提异

议者与异议接收者对于两种因素的关注程度, 发现

两种角色在关注点上的差异在预测偏差中起到中

介作用。第二, 我们围绕该机制设计了去偏差方案, 

发现提示提异议者考虑提异议的信息价值可以减

弱他们对接收者消极反应的高估。 

本研究揭示的机制不同于预测偏差领域的常

见心理机制, 如自我中心、自我保护、自我提升, 我

们提出以他人为中心的新机制, 基于避免人际伤害

原则, 提异议者旨在避免伤害他人, 因此特别关注

提异议可能伤害接收者自尊 , 高估接收者的消极

反应。 

本研究发现, 在控制自我中心、自我保护与自

我提升之后, 本研究发现的机制仍可以解释提相反

观点中的预测偏差。第一, 基于自我中心, 现有研

究发现人们在与他人谈话、感激他人、赞美他人、

安慰他人等情境关注自身在社会互动能力上的不

足, 并以己度人, 认为互动对象也会关注自己能力

不足, 如说错字、表达不准确等, 进而低估互动对

象的积极反应 (Boothby & Bohns, 2021; Boothby 

et al., 2018; Kumar & Epley, 2018)。根据此机制, 无

论提相反还是相同观点, 人们都会关注自身在表达

方面的不足, 进而高估互动对象的消极反应。而在

我们的研究 4a 和 4b 中, 观点表达者仅在提相反观

点时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而在提相同观点时未

表现出高估, 这说明自我中心机制不足以解释本研

究发现的预测偏差。第二, Lu 等人(2023)发现拒绝

他人请求者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意高估被拒绝

者报复自己的可能性。根据此机制, 预测者重点关

注行为给自己造成的后果, 他人伤害自己的能力越

强, 预测者就越高估他人伤害自己的可能性。而在

研究 6 中, 我们保持异议接收者伤害提异议者的能

力不变, 发现当提示提异议者考虑提异议给接收者

提供的信息价值时, 预测偏差减弱。这说明在控制

住 Lu 等人(2023)所揭示的机制后, 本研究所提出的

机制仍然可以解释我们发现的预测偏差。第三, 在

研究 6 中, 我们保持自我提升动机不变, 发现提示

提异议者关注信息价值可减弱预测偏差。这说明在

控制住自我提升机制后, 本研究所提出的机制仍然

可以解释我们发现的预测偏差。综上, 本研究揭示

了一种解释预测偏差的新机制, 可以帮助更全面地

理解人们预测他人时的心理规律: 人们不仅在意自

己, 也在意他人, 渴望避免伤害他人。未来研究可

以进一步探究此机制在其他预测偏差中所起作用。 

9.4  提相反观点的预测偏差的去偏差方案 

围绕本研究提出的心理机制, 本研究设计并检

验了去偏差方案的有效性。在研究 6 中, 提示潜在

的提异议者考虑提异议行为的信息价值, 可以减弱

他们对接收者消极反应的高估。 

此结果对于减轻有偏信息暴露和观点极化具

有实践启示。接触相反观点有助于提升决策质量, 

并有益于社会发展(Golman et al., 2017)。然而, 人

们更频繁接触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 而非不一致

的信息。一方面, 人们会选择性地寻求和自身观点

一致的信息(Hart et al., 2009)。另一方面, 我们的研

究表明, 潜在的提异议者由于过度担心提相反观点

的人际代价, 因此避免表达自己的相反观点。这两

种倾向都导致了人们更多接触观点一致信息, 加剧

观点极化(Iyengar & Westwood, 2015)。本研究提供

了一种有效方法, 可减轻有偏信息暴露和随之而来

的观点极化: 提醒潜在的提异议者考虑表达相反观

点提供给接收者的信息价值。 

另外, 本研究也对促进员工建言具有启示。在

组 织 中 ,  表 达 不 同 观 点 是 典 型 的 员 工 建 言 形 式

(Morrison, 2014), 可以提升组织决策质量和促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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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Greitemeyer et al., 2009; Schulz-Hardt et al., 2002; 

De Dreu et al., 2001)。然而, 员工常怯于提出和组

织政策相悖的观点(Milliken et al., 2003)。现有研究

发现员工对表达观点带给自己负性后果的感知会

阻 碍 员工 表达 观 点 (Crant et al., 2010; Detert & 

Trevino, 2010; Milliken et al., 2003)。根据上述结果, 

组织聚焦于通过让员工感受到提异议行为能给自

身带来正性后果促进员工表达观点, 如奖励表达观

点的员工以及营造支持性氛围(Burris, 2012; Pinder 

& Harlos, 2001)。但是本研究认为, 人们因过度在

意自身行为对接收者造成的自尊伤害而高估异议

接收者的消极反应, 这也可能阻碍人们表达观点。

据此, 本研究为组织提供了一种促使员工表达不同

意见的新方法——强调提异议行为给接收者提供

的信息价值, 帮助提异议者准确预测接收者的反应。 

9.5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的预测偏差的调节变量和边界条

件有待进一步探究。第一, 提异议者和异议接收者

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影响预测偏差的强度? 我们探

究了向陌生人(研究 1 和 2)以及同事(研究 3 到 6)提

相反观点的情况, 这些关系通常来讲不算亲密。人

们可能会更渴望避免伤害亲近的人, 由此导致预测

偏差增强。第二, 提异议者的人格特质是否会影响

预测偏差的强度? 本研究揭示人群中普遍存在高

估异议接收者消极反应的预测偏差, 但并未探究具

有不同人格特质的提异议者是否有相似的预测。例

如, 亲社会倾向强的人会更渴望避免伤害他人, 因

此更加关注提异议行为对接收者造成的自尊伤害, 

由此产生更强的预测偏差。第三, 提相反观点的方

式是否会影响预测偏差的强度? 在本研究中, 提异

议者均直接提出相反观点并陈述理由。本研究尚不

能回答当用间接方式(如讲故事或者提问题)提相反

观点时预测偏差是否依然存在。根据关注点机制, 

间接提相反观点比直接提相反观点更不容易伤害

接收者的自尊, 此时预测偏差的强度可能会减弱。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上方面进一步探究本研究揭示

的预测偏差的调节变量和边界条件。 

预测偏差领域的现有研究揭示出预测者因自

我中心、自我保护以及自我提升等原因错误预测他

人, 表明预测偏差来源于预测者在意自己而忽视他

人。而本研究认为提异议者因在意接收者可能受到

的自尊伤害而高估接收者的消极反应。关于预测偏

差的机制, 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 本研究并未否

认已有机制的价值, 仅为解析预测偏差产生的原因

提供一种新视角, 启示未来研究在探究预测偏差时

可以关注预测者对他人的在意。第二, 本研究在控

制已有机制的基础上说明本研究所提出的机制是

导致提相反观点的预测偏差的一个原因, 但我们并

不认为本研究所提出的机制是导致此预测偏差的

唯一原因。事实上, 在研究 5 中, 对自尊伤害和信

息价值的关注程度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仍可能存

在其他机制可解释本研究发现的预测偏差。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其他机制在提相反观点的预测

偏差中起到的作用。例如, 围绕自我保护机制(Lu 

et al., 2023), 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异议接收者伤害提

异议者的能力高低是否会影响提异议者对接收者

消极反应的高估。 

本研究揭示的预测偏差有待在更加生态化的

观点交流情境中被进一步探究。虽然本研究在实验

室环境下的真实交流情境(研究 1 和 2)以及生活化

的想象情境(研究 3 至 6)中均发现了提异议者对接

收者消极反应的高估, 但在这些研究中, 提异议者

和接收者作为实验被试参与实验, 而非处于生活中

的观点交流中, 这可能导致其利益卷入减少, 进而

放大本研究揭示的预测偏差。一方面, 利益卷入减

少可能使提异议者更不仔细思考, 进而更加错误预

测接收者反应。在研究 6 中, 提示提异议者仔细思

考未能有效减弱预测偏差。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此问题。另一方面, 利益卷入减少可能使接

收者更多受社会赞许性影响 , 隐藏真实的消极反

应。在研究 3 中, 接收者报告的反应比第三方接收

者预期中接收者的反应更积极, 说明接收者可能确

实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在尽量排除社会赞许性

的影响后, 提异议者仍然高估接收者消极反应, 但

程度减弱。由此可以推测出, 在生活中的观点交流

中, 接收者的社会赞许性降低, 提异议者对接收者

消极反应的高估可能会减弱。综上, 未来研究可以

在更加生态化的观点交流情境中进一步探究本研

究揭示的预测偏差。 

9.6  结论 

人们高估向他人提相反观点后他人的消极反

应。出现此预测偏差的原因在于, 相比异议接收者, 

提异议者更多关注提相反观点伤害接收者自尊, 更

少考虑其能为接收者提供信息价值。提示人们充分

考虑提相反观点给异议接收者提供的信息价值可

以减弱这种预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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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costs from expressing opposing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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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diverse opinions is essential for high-quality decision making. Why then do people avoid 

expressing their views when they disagree with others? Our study (N = 2, 094) explored a potential interpersonal 
barrier to express opposition and revealed a misprediction that opposition expressers overestimated the 

interpersonal costs of stating an opposing view to recipients. This misprediction arises because opposition 

express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elf-esteem threat (vs. information value) experienced by recipients than the 
recipients do.  

    In Studies 1 and 2, the opposition expressers expressed opposing views after the recipien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The opposition expressers then predicted the recipients’ reactions on recipients’ feelings, impressions,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d the recipients then evaluated their actual reac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position expressers overestimated recipients’ negative reactions.  

    In Study 3, we ruled out the social-desirability explanation that recipients pretended to be open to diverse 

views by setting a third-person recipient condition, in which they received the expressers’ opposition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cipient. We found that the opposition expressers’ predictions were still more negative than the 

third-person recipients’ ratings,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 mispredictions we found persisted in the absence of 
social desirability. 

    In Studies 4a and 4b, we found that such overestimations occurred only when an opposition was stated by 

examining a situation in which an agreement was stated as a comparison. 
    In Study 5, we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is misprediction by measuring the focus on self-esteem threat 

and the focus on information value, and whether the two foci mediated the misprediction that we fou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position expressers focused more on self-esteem threat and focused less on information 

value than recipients did, and that such difference in foci mediated the misprediction made by opposition 
expressers. 

    Study 6 further examined our mechanism by designing a theoretically driven debiasing intervention and 

tested its effectiveness. We found that prompting opposition expressers to consider the information value that 
may be experienced by recipients can help them predict the consequences of raising opposing views more 

accurately.  
    Together,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opposition expressers overestimate the negative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raising their view, which may hinder people from stating opposing views. We also find that this 
misprediction arises because opposition express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elf-esteem threat (vs. information 

value) that may be experienced by recipients than the recipients do. Besides, we developed a simple but effective 

approach to correct this misprediction. Theoretically, our research extends research on misprediction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ally, our research provides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promoting people to 

raise their opposing views. 

Keywords  misprediction, communication, disagreement, interpersonal harm,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